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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碳城市试点是我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
 

为了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方案(Low
 

Carbon
 

City
 

Pilot
 

Scheme,
 

LCCPS)对我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更全面地理解该政策的影响范围和效果,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城市绿色专利授权数据构建了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
 

SDID)。
 

结果表明:
 

①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却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
 

②
 

相对于中部、
 

西部、
 

东北地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我国东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最大。
 

③
 

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对城市规模大的地区的绿色创新技术水平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同时城市规模大的城市对邻近地区绿色

技术创新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与资源型城市相比,
 

非资源型城市通过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更好地推动绿

色创新技术的研发,
 

且资源型城市对其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④
 

机理分析表明,
 

科技人才、
 

绿

色财政支持、
 

绿色投资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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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
 

carbon
 

city
 

pilo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low
 

carbon,
 

green
 

devel-
opment

 

strategy.
 

In
 

order
 

to
 

test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Low
 

Carbon
 

City
 

Pilot
 

Scheme
 

(LCCPS)
 

on
 

the
 

level
 

of
 

urba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gain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s
 

reach
 

and
 

imp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f
 

urban
 

green
 

patent
 

authorization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①
 

Pilot
 

policy
 

for
 

low-
carbon

 

cit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local
 

urba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had
 

an
 

inhib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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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neighboring
 

cities.
 

②
 

Compared
 

to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he
 

impact
 

of
 

pilot
 

policy
 

for
 

low-carbon
 

cities
 

on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
v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③
 

Pilot
 

policy
 

for
 

low-carbon
 

cities
 

had
 

a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
 

regions
 

with
 

large
 

urban
 

scales,
 

while
 

large
 

cities
 

had
 

a
 

clear
 

promoting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neighboring
 

areas.
 

Compared
 

with
 

resource-based
 

cities,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can
 

better
 

promote
 

the
 

R
 

&
 

D
 

of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ilot
 

policy
 

for
 

low-carbon
 

cities,
 

while
 

resource-
based

 

c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ir
 

neighboring
 

areas.
 

④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alent,
 

green
 

financial
 

support,
 

and
 

green
 

investment
 

are
 

the
 

mecha-
nisms

 

and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ilot
 

policies
 

for
 

low-carbon
 

cities
 

affect
 

urban
 

green
 

technology
 

inno-
vation.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on
 

low-carbon
 

pilot
 

polic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epe-
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effects,
 

revealing
 

regional
 

interaction
 

mechanisms,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uiding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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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碳达峰目标以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

转型发展的关键措施。
 

这些举措的背后,
 

融合了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
 

成为联系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

的纽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

施方案(2023-2025年)》中强调,
 

力促进一步强化绿色技术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1]。
 

科技扮演

着环保产业发展的首要引擎角色,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
 

科技创新不仅是解决环境

难题的有力工具,
 

也是促进产业朝向绿色低碳方向迈进的坚实支撑。
 

目前,
 

中国正处于由快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
 

低碳化,
 

把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辩证统一起来,
 

形成两者相互协同、
 

共生共促的关系,
 

既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也是“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超前布局建设

未来产业,
 

运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题中之义,
 

还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

消纳利用,
 

持续有力开展‘碳达峰十大行动’,
 

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加强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的现实要求[2]。

城市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载体,
 

在实现“双碳”目标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成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支撑点。
 

为了减少碳排放,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关键之一。
 

为了实现我国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早在2010年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3],
 

明确了首批低碳城市试点,
 

并

在2012年和2017年分别确定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试点地区①。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城

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策略性应对措施,
 

系统地整合了能源结构优化、
 

绿色交通推广、
 

城市绿化扩展、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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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批低碳试点地区:
 

广东、
 

辽宁、
 

湖北、
 

陕西、
 

云南五省和天津、
 

重庆、
 

深圳、
 

厦门、
 

杭州、
 

南昌、
 

贵阳、
 

保定八市;
 

第二批低碳试点地

区:
 

北京市、
 

上海市、
 

海南省、
 

石家庄市、
 

秦皇岛市、
 

晋城市、
 

呼伦贝尔市、
 

吉林市、
 

大兴安岭地区、
 

苏州市、
 

淮安市、
 

镇江市、
 

宁波市、
 

温州市、
 

池州市、
 

南平市、
 

景德镇市、
 

赣州市、
 

青岛市、
 

济源市、
 

武汉市、
 

广州市、
 

桂林市、
 

广元市、
 

遵义市、
 

昆明市、
 

延安市、
 

金昌市、
 

乌

鲁木齐市;
 

第三批低碳试点地区:
 

乌海市、
 

沈阳市、
 

大连市、
 

朝阳市、
 

逊克县、
 

南京市、
 

常州市、
 

嘉兴市、
 

金华市、
 

衢州市、
 

合肥市、
 

淮北

市、
 

黄山市、
 

六安市、
 

宣城市、
 

三明市、
 

共青城市、
 

吉安市、
 

抚州市、
 

济南市、
 

烟台市、
 

潍坊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长沙市、
 

株洲市、
 

湘

潭市、
 

郴州市、
 

中山市、
 

柳州市、
 

三亚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成都市、
 

玉溪市、
 

普洱市思茅区、
 

拉萨市、
 

安康市、
 

兰州市、
 

敦煌市、
 

西

宁市、
 

银川市、
 

吴忠市、
 

昌吉市、
 

伊宁市、
 

和田市、
 

阿拉尔市。
 



资源化及绿色建筑实施等关键措施,
 

旨在降低城市碳排放。
 

在政策执行层面,
 

试点范围不局限于特定单一

城市,
 

而是广泛选取不同类型、
 

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多样城市群体,
 

意在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优化

低碳产业体系、
 

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清洁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
 

探索与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

的可行性路径[4],
 

推动城市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三者间取得平衡,
 

从而探

索出一个普遍适用的低碳发展模式,
 

为实现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支持与实证参考。
 

在低碳城市试点

工作启动后,
 

各试点城市纷纷制定了具备本地特色的“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绝大部分方案通常会

提供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
 

包括政府绿色财政支持、
 

税收优惠、
 

绿色基金和投资等,
 

同时引进和培育高端

人才,
 

特别是在绿色技术领域,
 

从而推动技术创新来促进城市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
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方面的互动行为以及企业跨区域迁移现象普遍存在,

 

这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

影响可能会向非试点城市扩散,
 

在周边地区会产生“溢出效应”。
 

早期对传统环境政策的研究阐述了环境政

策不仅能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及“成本效应”影响当地的绿色技术创新,
 

还会对附近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产

生作用[5-6]。
 

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行可能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
 

污染产业的输入和清洁产业的输

出可能加剧低碳城市试点地区邻近区域的产业结构恶化,
 

对邻近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不利,
 

并且由于

“资源吸引效应”
 

“技术外溢效应”
 

“政策外溢效应”以及“产业链吸引效应”等抑制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
 

那么,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行是否抑制周边非试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到底是“绿色虹吸”还是“绿色涓

滴”,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又是通过怎样的内在逻辑和作用路径影响本地绿色技术创新? 已经成为当前学界

亟须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上述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视角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本地和邻近区域绿

色技术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不仅深化对政府环境政策作用机制的认识,
 

提供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
 

促进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
 

对于中国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

色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对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效果,

 

学者们从多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
 

部分学者针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

直接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促进城市的低碳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7],
 

且各

批次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具有可观的效果[8],
 

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9-10]。
 

随

着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以及计量方法的不断完善和统计数据的不断丰富,
 

学术界愈发关注中国城

市低碳治理的影响及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推行能够有效地减少空气污染问题[11],
 

有

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率[12],
 

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13],
 

推动可替代清洁能源的发展等。
 

技

术创新效应方面,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效果[14-17],
 

能够显著提高城市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18]。
 

宋德勇等[19]研究发现,
 

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不

过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却极大地促进了城市低碳技术的创新。
关于低碳城市试点邻里效应的研究,

 

已有研究证实,
 

低碳试点地区能够有效激励邻接非试点城市进行

碳减排[20-21]。
 

Yu等[22]已经指出低碳城市试点和其他类似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通常是有益的,
 

主要是技术

溢出[23]。
 

Chen等[24]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正向促进本地和周边城市的绿色效率。
 

邵帅等[25]研究

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了跨区域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
在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如何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时,

 

相关研究普遍认为,
 

低碳城市试点政

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规制手段,
 

不仅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方向和动力,
 

而且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工

具和激励措施,
 

有效促进了绿色技术的研发、
 

应用和普及。
 

首先,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设定明确的碳减

排目标和绿色发展标准[26],
 

要求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
 

为城市绿色技术创

新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从而推动企业和科研机构在绿色技术领域的投入和创新。
 

其次,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通过提供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11],
 

降低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

投入到绿色技术创新领域,
 

激发了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
 

最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还通过提高公众

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度[27],
 

为绿色技术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这些政策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城市环

境治理和绿色生活方式的推广,
 

从而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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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视觉下低碳城市试点与绿色创新研究



从上述分析可知,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
 

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较多研究已

经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成效进行了评估,
 

主要关注于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能源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率等方面。
 

部分研究厘清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实现

路径。
 

现有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等直接政策效果方面,
 

少部分研究表明该政策在空间上存在技术溢出。
 

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关系的研究大多只考虑政策对当

地的影响,
 

相关领域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很少,
 

未充分考虑到试点政策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邻里效应,
 

未能充分解释我国不同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现状。
有鉴于此,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以低碳城市试点为切入点,
 

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研究低

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当地以及邻近城市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策对周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抑制作用,
 

丰

富了低碳城市试点方面的相关文献,
 

为今后推动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第二,
 

结合地理

经济学的方法,
 

采用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构建多种空间权重矩阵来探讨城市绿色技术

创新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通过Bacon分解法更加直观地考察由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Difference-in-
Difference,

 

DID)估计得到的政策效应来源,
 

并且通过多种方法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第三,
 

从地理位置、
 

资

源等方面研究其政策效果的空间异质性,
 

从科技人才以及绿色投资、
 

绿色财政支持角度研究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中强调了充分发挥绿

色技术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关键支撑作用。
 

充分发挥绿色、
 

低碳技术革命的巨大潜力,
 

需要以

技术为引领。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已基本达成共识[25]。

 

首先,
 

试点政策的低碳约束提

高了污染产业的生产成本,
 

倒逼企业升级既有技术开展绿色创新,
 

进而实现“波特假说”。
 

“波特假说”认为,
 

在环境政策设计合理的情况下,
 

企业将获得更强的动力去开发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
 

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

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还能够提升经济效率,
 

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重收益。
 

其次,
 

低碳城市试点地区

根据自身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科教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条件制定针对性“低碳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
 

绝大部分低碳方案中强调了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关键力量[28],
 

是协调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29]。
 

试点地区通过构建低碳技术创新平台,
 

并强化低碳技术人才的引进与

培养,
 

以推进低碳科技创新进程。
 

在此过程中,
 

伴随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生产过程的低碳化,
 

本地高能

耗产业将逐步实现绿色转型与升级,
 

进一步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深化与可持续发展。
邻地绿色技术创新可能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推动下受到“产业转移效应”和对资源的“虹吸效应”的抑

制[30]。
 

根据“污染天堂假说”,
 

发达地区为了避免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逐渐将污染密集型产

业转移至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地区,
 

这些地区经济增长需求和环境标准相对较低,
 

吸引了大量高污染企业

的投资,
 

进而成为所谓的“污染天堂”。
 

主要由于:
 

第一,
 

污染性产业的流入与清洁产业的外迁将对低碳城

市试点地区周边区域的产业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阻碍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进步,
 

金刚等[31]研究表明,
 

随着地理位置相邻城市环境规制执行程度差异的扩大,
 

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愈发显著,
 

导致环境规

制严格地区的邻近城市生产率下降,
 

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
 

第二,
 

低碳试点地区

通常会提供各种政策激励,
 

如税收减免、
 

补贴和专项资金支持等,
 

使得邻近城市的企业更倾向于在试点城

市设立分支机构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而不是在自己的城市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第三,
 

低碳试点地区作为

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地区,
 

往往聚集了大量的高端人才、
 

创新资源和科研机构。
 

这些资源的集聚会促进技

术的交流和共享,
 

导致绿色技术创新成本降低,
 

但也意味着周边地区相对于试点城市而言,
 

创新资源相对

匮乏,
 

创新成本相对较高。
 

第四,
 

低碳试点地区往往形成了完整的绿色产业链条,
 

产业链的形成会吸引更

多的相关企业和机构进驻试点城市,
 

而周边地区的企业则可能更愿意与试点城市的产业链进行合作或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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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而不是在自己的地区进行独立的绿色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推动本地绿色技术创

新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但与此同时,
 

它也对邻近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造成

了“以邻为壑”的不平衡局面,
 

因此,
 

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本地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对邻近城市

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却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我国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发达,
 

产业结构较为

完善,
 

科技创新能力较强[32]。
 

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
 

东部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拥有更为发达的经济和科技

实力[33],
 

企业和研究机构更具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
 

人才和技术资源。
 

同时,
 

作为国家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
 

东部地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政策支持和试点资源倾斜,
 

以推动其绿色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
 

其次,
 

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更加先进和多元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34],
 

涵盖了

更多高技术含量和环保型产业,
 

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
 

吸引了更多企业

投入到绿色技术研发和创新中。
 

最后,
 

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方面更具优势。
 

与国际接轨的合作

机制和交流平台为东部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国际化合作机会和技术交流渠道,
 

有利于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和技

术,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结合上述分析,
 

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更强、
 

产业结构更先进、
 

政策支持和试点资源倾斜更多以及国际合作和外部影响更广泛,
 

本文认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东部地区

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因此,
 

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

 

相比于我国其他地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我国东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显著。
城市规模是影响城市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城市技术创新的推动力量来自于人口规模的集聚效应和规

模效应,
 

主要是由于:
 

第一,
 

城市规模大意味着更多的资源、
 

人才和市场需求。
 

试点政策往往可以借助规模

效应,
 

更有效地吸引和集聚绿色技术创新所需的各类资源,
 

推动技术研发和应用,
 

进而促进城市技术创

新[35]。
 

第二,
 

城市规模大的地区通常具有更为完善和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36],
 

包括研发机构、
 

高校、
 

企业

孵化器等创新要素,
 

可以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
 

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加速绿色技术创新的孵

化和成长。
 

第三,
 

大城市往往拥有更广泛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尤其是对绿色技术的需求更为迫切。
 

试点

政策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有利于企业更准确地捕捉市场机遇,
 

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创

新产品和服务[37]。
 

综上所述,
 

由于规模效应、
 

创新生态系统、
 

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

城市规模大的地区的绿色创新技术水平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因此,
 

提出本文假说3。
假说3:

 

与城市规模较小的地区相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规模大的地区的绿色创新技术水平的

推动作用更明显。
地区的创新水平受到资源充裕程度的影响差异明显。

 

第一,
 

资源型城市更倾向于发展适应当地情况

的资源产业[38],
 

其能源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较为缓慢[39],
 

相对而言,
 

非资源型城市通常具

有更为多样化和先进的产业结构,
 

涵盖了更多高新技术和服务业领域,
 

这种产业结构优势使得非资源型

城市更具备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所需的技术基础和市场需求,
 

有利于推动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
 

第二,
 

非

资源型城市往往具有更为活跃和创新的科技氛围,
 

这些城市通常拥有众多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和创新型

企业,
 

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和技术资源,
 

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而在自然资

源丰裕度较高的地区,
 

更容易出现依赖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
 

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也会下降[40]。
 

第三,
 

为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非资源型城市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政策支持和试点资源倾斜,
 

政府往往会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
 

税收优惠、
 

政策扶持等支持措施,
 

从而促进绿色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

用。
 

结合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得益于其产业结构优势、
 

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政策支持倾斜等方面的优势,
 

非资源型城市相对于资源型城市,
 

其通过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更能有效推动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
 

因

此,
 

提出本文假说4。
假说4:

 

与资源型城市相比,
 

非资源型城市通过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更好地推动绿色创新技术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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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人才往往是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人力资源[41],
 

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科技人才是创新系

统中的核心要素,
 

科技人才能够有效开发和应用绿色技术。
 

首先,
 

科技人才具备丰富的研发和创新能力,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引导政府更加注重相关领域的人力资源积累[13],
 

通过吸引和培养科技人才,
 

产生强大

的知识溢出效应,
 

进而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
 

其次,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常会鼓励和支持科

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
 

低碳城市试点地区通过建设低碳技术创新平台并加强低碳技术人才引进等具体

手段,
 

从而推进绿色科技创新。
 

最后,
 

随着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
 

企业和城市对绿色技术的重视

程度也日益增加,
 

科技人才的参与有助于加速绿色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推广[42]。
 

同时,
 

绿色技术创新往

往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交叉创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能通过建立跨学科的研发团队或合作网络,
 

促进科

技人才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加强创新型人才集聚[43],
 

推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共享和技术融合,
 

从而加强

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效能。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鼓励和支持人才引进与

培养工作,
 

促进跨学科人才合作等方式增加科技人才的数量,
 

进而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
 

因此,
 

提出本文假说5。

假说5:
 

低碳城市试点的实施能够吸引科技人才,
 

进而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绿色投资和绿色财政支持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
 

创新激励理论强调政府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

关键作用,
 

特别是在绿色技术领域。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而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促进这一过程。
 

绿色投资和绿色财政支持能够促进城市环保新技术的开

发和应用,
 

进而促进经济向低碳和可持续方向转型。
 

第一,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常会引入一系列资金支

持措施,
 

如设立绿色专项资金、
 

提供财政补贴[44]、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
 

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充足的

资金支持,
 

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和实践,
 

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风险,
 

激励更多的企业和研究机

构投身于绿色技术创新领域。
 

第二,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建立绿色市场机制,
 

引导和激发了绿色技术

的创新需求,
 

绿色投资和绿色财政支持有助于引导市场需求,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协同发

展。
 

政府绿色采购[45]、
 

绿色金融[46-47]、
 

碳交易等政策工具的运用,
 

引导市场对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的需

求,
 

从而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和创新。
 

第三,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鼓励企业、
 

科研机构、
 

政府和社会各界共

同参与绿色技术创新,
 

建立了一个包容性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绿色投资和绿色财政支持有助于建立和

完善绿色技术创新的生态系统。
 

政府通过投资绿色科技园区、
 

建设创新平台等方式,
 

打造一个包容性和

协同性的创新生态系统,
 

促进各方资源的共享与整合,
 

加快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推进速度。
 

结合上述分

析,
 

本文认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绿色投资和绿色财政支持,
 

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

的政策支持和经济基础,
 

有助于激发城市创新活力,
 

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因此,
 

提出本文假说6。

假说6:
 

低碳城市试点能够激励城市加大绿色投资和绿色财政支持,
 

进而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低碳城市试点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低碳城市试点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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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和数据

2.1 SDID模型

双重差分法是常用于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方法。
 

其核心思想是将特定政策的实施看作一种自然实

验,
 

通过引入未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与受政策影响的实验组进行比较分析。
 

在平行趋势假设成立的情况

下,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比较可以揭示出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48]。
 

这一分析利用了有政策实施的样本(实

验组)与其他没有政策实施的样本(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以确定政策的实际效果,
 

评估政策对研究对象

所产生的净影响。
 

本文将低碳试点地区的设立视为一项拟自然实验,
 

将低碳试点地区视为实验组,
 

将不

是低碳城市试点的城市视为对照组,
 

运用空间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来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

技术创新水平的带动效应。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进行检验,
 

可以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49]。

DID模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
 

但该模型在应用时,
 

没有考虑地理单元的空间相关性和

低碳城市试点不同批次的时间等影响,
 

低碳城市试点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导致这

些研究中应用的传统DID模型无法获得一致的估计量,
 

因为违反了稳定单位处理值假设(Stable
 

Unit
 

Treatment
 

Value
 

Assumption,
 

SUTVA)[50]。
 

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
 

SDID)

可以控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51]。
 

因此,
 

为了准确测算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本文

遵循Dubé等[52]的研究,
 

在传统DID模型中嵌入空间滞后项,
 

构建了SDID模型,
 

即空间模型,
 

但这必须基

于空间依赖的存在,
 

其典型的测试标准是莫兰空间自相关结果,
 

即 Moran􀆳s
 

I,
 

其计算方法如下:

Moran􀆳s
 

I=
∑
n

i=1
∑
n

j=1
Wij(Yi-Y)(Yj -Y)

1
n∑

n

j=1

(Yi-Y)2􀭠
􀭡

􀪁􀪁 􀭤
􀭥

􀪁􀪁 ∑
n

i=1
∑
n

j=1
Wij

(1)

式中:
 

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
 

1]。
 

Yi 为第i个城市的观测值;
 

Y 为所有观测值的平均值;
 

Wij 表示

空间权重矩阵W 第i行和第j列的元素,
 

空间权重矩阵的定义为:

Wij =
1 i≠j
0 i=j (2)

i=1,
 

2,
 

…,
 

n   j=1,
 

2,
 

…,
 

n
式中:

 

小写字母n 表示样本城市的总数(n=285)。

  为了验证空间溢出效应并确保结果的可靠性,
 

同时构建了最广泛使用的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其定

义为:

Wij =
1
dij

i≠j

0 i=j

􀮠

􀮢
􀮡

􀪁􀪁
􀪁􀪁 (3)

式中:
 

dij 为由纬度和经度计算而来的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距离。

  空间计量模型中的空间相关性可能取决于因变量、
 

自变量或误差项。
 

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
 

SDM)是一个更通用的模型,
 

因为它不仅可以表示上述3个方面的空间相关性,
 

而且在不同的系数

设置下,
 

它还可以转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或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53]。
 

本文空间模型的表达式为:

UGTIt
i,1=ρ1∑

n

j=1
WijUGTIt

j,1+α1lowcbi,t+ρ2∑
n

j=1
Wijlowcbj,t+

βXi,t+θ∑
n

j=1
WijXj,t+vt+μi+ε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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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j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UGTI代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以绿色专利数量来衡量;
 

lowcb代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Wij 是空间权重矩阵W 中的一个元素,
 

描述了城市间的空间临近性;
 

在本文中,
 

Wald检

验和LR检验用来判断SDM是应该退化为SLM还是SEM。

在等式的右侧,
 

lowcbi,t 反映LCCPS的实施情况,
 

如果第i个城市属于政策实验组,
 

则LCCPS实施前

等于0,
 

LCCPS实施后等于1。
 

对照组中城市始终等于0。
 

∑
n

j=1
Wijlowcbj,t 是DID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Xi,t

表示控制变量,
 

控制LCCPS以外因素的影响。
 

∑
n

j=1
WijXj,t 为所有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μi 和vt 分别代

表区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误差项。

2.2 变量和数据来源

我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于2010年、
 

2012年和2017年分3批进行,
 

为了更好辨别政策前后地级市绿色

创新水平的变化以及低碳城市试点对其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3-2020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

据,
 

运用空间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数据来源于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

台(CRNDS)、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

的统计年鉴,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被解释变量: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po),
 

绿色专利申请授权量(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总和),
 

绿色专利申请授权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
 

CNRDS)。

主要解释变量: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LCCPS试点城市名单(2010年、
 

2012年、
 

2017年

先后发布,
 

不包括县级市、
 

县),
 

本文参考Liu等[54]的研究,
 

将省份所辖城市均认定为试点城市,
 

将武汉

市、
 

广州市、
 

昆明市归为第一批低碳试点地区。
 

参考Chen等[24]研究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时间滞后,
 

本文以试

点城市名单发布后的一年作为LCCPS的实际实施时间。

控制变量:
 

①
 

经济发展(gdppc)。
 

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来衡量,
 

这一变量反映了富裕程度

和消费水平,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具有非线性效应[55],
 

参考Chen等[24]的做法,
 

gdppc的平方项也

包含在等式中。
 

②
 

人口密度(PD)。
 

以单位面积人口的对数来衡量。
 

③
 

环境规制(ER)。
 

大多数研究

通常通过环境控制支出、
 

污水成本和环境税来评估环境规制[56],
 

由于地级市相关数据难以获取。
 

因

此,
 

我们通过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来衡量环境规制[57]。
 

④
 

开放度(OP)。
 

这个变量是用外商直

接投资实际使用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的。
 

⑤
 

科学教育(SE)。
 

这个变量是用政府科教支出占财政

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的。
 

这种支出可以在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方面发挥直接作用,
 

并通过培养人才促进

人力资本的积累[58]。
 

鉴于科技进步在环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以及高学历人群节能减排意识的增强,
 

加大科教投入能有效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⑥
 

产业结构(SIndu)。
 

这个变量通过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来衡量。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po 5
 

130 235.43 612.15 1.00 4
 

126.00

lngdppc 5
 

130 10.25 0.83 8.27 11.96

lnPD 5
 

130 5.75 0.94 3.05 8.09

ER 5
 

130 79.25 23.91 9.85 130.45

OP 5
 

130 0.02 0.02 0.00 0.10

SE 5
 

130 0.20 0.06 0.10 0.40

SIndu 5
 

130 0.94 0.49 0.25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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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空间自相关检验

为了考察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空间依赖和空间溢出特征,
 

本文根据285个城市2003-2020年

绿色专利授权数,
 

测度2003-2020年各城市绿色专利授权数的空间莫兰指数值,
 

对绿色专利授权数量

进行了局部和全局的空间相关性测试,
 

局部莫兰指数的散点图能准确地反映变量的局部空间相关性,
 

因

此,
 

绘制285个城市2003年、
 

2008年、
 

2014年和2020年绿色专利授权数量的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具

体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局部莫兰指数的散点图

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
 

点状图示出了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特征,
 

而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
 

点状图示出了低—高聚集和高—低聚集的特征。
 

显然,
 

大多数城市处于第一和第三象限,
 

表明它们的绿色

专利授权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特征。

本文还采用了全局莫兰指数的一个指标来检验空间相关性。
 

如果全球Moran􀆳s
 

I大于(小于)0,
 

则会存

在正(负)的空间相关性。
 

由表2测算结果可知,
 

考察期内绿色专利授权数量的全局 Moran􀆳s
 

I 均为正值,
 

2003年、
 

2004年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
 

2005年、
 

2006年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2007年及以后均通过

1%显著性检验,
 

说明中国各城市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即绿色专利授权

数量会受到邻近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发展较好的城市与较好的相邻,
 

而发展差的

与发展差的城市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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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2003-2020年绿色专利授权数量的全局 Moran􀆳s
 

I指数

变量 I sd(I) z p 值

gpo2003 0.04 0.03 1.53 0.06

gpo2004 0.05 0.03 1.64 0.05

gpo2005 0.05 0.03 1.75 0.04

gpo2006 0.07 0.03 2.05 0.02

gpo2007 0.09 0.04 2.54 0.01

gpo2008 0.10 0.04 2.95 0.00

gpo2009 0.11 0.04 3.12 0.00

gpo2010 0.12 0.04 3.51 0.00

gpo2011 0.14 0.04 3.96 0.00

gpo2012 0.15 0.04 4.18 0.00

gpo2013 0.15 0.04 4.43 0.00

gpo2014 0.14 0.03 4.22 0.00

gpo2015 0.15 0.03 4.54 0.00

gpo2016 0.16 0.04 4.77 0.00

gpo2017 0.18 0.04 5.14 0.00

gpo2018 0.22 0.04 5.95 0.00

gpo2019 0.21 0.04 5.58 0.00

gpo2020 0.20 0.04 5.45 0.00

3.2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的前提在于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本文参照Jia等[23]的做法,
 

绘制直接效应和95%置信

区间的平行趋势图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从图3可以看出,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前的影响并不明显。
 

因此,
 

我们

认为使用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是有效的。
 

同时从图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政策实施

之前,
 

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符合平行趋势假设条件,
 

在政策开始实施后,
 

估计系数值

均为正向显著,
 

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图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从图3可以得出,
 

低碳城市试点尚未启动

之前,
 

动态效应系数在95%置信区间包含了0,
 

这意味着低碳城市试点地区与非低碳城市试点

地区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上并没有显著差

异。
 

因此,
 

这一结果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条件。
 

在动态效应方面,
 

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后

的第1年到第9年(第1年p=0.079),
 

系数在

95%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
 

表明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确实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

高。
 

从系数数值的大小来看,
 

大致呈上升趋势。

3.3 空间模型检验

在选择实证模型时,
 

本文对SDM和SLM
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

 

通过 Hausman检验,
 

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
 

因此本文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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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LM检验的结果显示p=0.00。
 

SEM 和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均通过了 Wald检验和LR检验的1%显著性水平验证。
 

综合考虑,
 

本文主要采用SDM 进

行分析(表3)。
表3 空间模型选择

检验 统计量 p 值 检验 统计量 p 值

LR检验(SEM) 135.72 0.00 Wald检验(SAR) 192.32 0.00

Wald检验(SEM) 127.65 0.00 模型选择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LR检验(SAR) 183.01 0.00

3.4 基准回归结果

3.4.1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从表4中模型(1)和(4)的结果可以看到,
 

W1(空间权重矩阵)和W2(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结果非常

相似,
 

SDM、
 

SAR以及SEM的结果同样非常相似,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因此,
 

以W1 的结果为例

进行讨论。
 

在SDM 中的lowcb 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
 

lowcb 的直接影响系数为

264.13,
 

其空间滞后项(W×lowcb)的系数小于0,
 

在1%水平显著,
 

说明LCCPS对本地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邻近城市具有抑制作用,
 

这可能因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设立的地区将技术

创新所需的资源虹吸到邻近地区,
 

从而抑制周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进步。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

看,
 

经济发展水平(gdppc)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
 

这表明城市的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人口密度(PD)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
 

说明人口密度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选取绿色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城市人口密度

较大,
 

人口多元化程度较大,
 

人口聚集能够提升创新水平,
 

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科技创新,
 

该结果与以往研

究相符。
 

环境规制(ER)的系数在10%水平显著为正,
 

说明当地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当地城市绿色技

术创新,
 

这可能是因为当环境法规趋于严格时,
 

排放污染物水平将受到抑制,
 

需要技术创新来合理排放污

染物。
 

开放度(OP)的系数不显著。
 

科学教育(SE)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
 

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
 

说明科学教育所投入的财政越多,
 

城市所居住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
 

环保意识越高,
 

创新能力

越强,
 

越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
 

产业结构(SIndu)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
 

产业结构同样促进当地城市

绿色技术创新。

此外,
 

W×gdppc的影响系数在模型(1)中不显著,
 

在模型(4)中显著为负,
 

说明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

的绿色技术创新会有负向影响,
 

验证了假说1。
 

W×PD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人口密度对周边城市的

绿色转型具有抑制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挤出效应”,
 

人口向周边城市转移。
 

W×ER 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

著,
 

说明环境规制可能会对邻近城市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W×OP 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
 

说明对

外开放程度对周边城市的绿色转型也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W×SE 在W2 作为空间矩阵时的影响系数显著

为正,
 

说明科学教育财政支出对距离较近的邻近城市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同样,
 

W×SIndu 的系数在W2

作为空间矩阵时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产业结构对邻近城市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

3.4.2 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果是其他遗漏变量导致的,
 

本文对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安慰剂试验。
 

探讨基线回归结果是否受试点时间和试点城市选择偏差的影响,
 

安慰剂检

验的具体方法是在285个样本城市中随机指定一组虚假治疗组,
 

并对上述治疗组的城市随机指定政策推出

年份,
 

从而得到一个虚构的DID变量,
 

然后将其放入SDID模型以获得模拟的直接和间接效果。
 

上述安慰

剂试验重复500次,
 

获得模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组。
 

如果模拟效应不集中在0值及其附近的间隔,
 

则

说明本文的经验结果是在其他未观测因素的干扰下获得的[23],
 

试点政策的效果无法准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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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1)

SDM(W1)

模型(2)

SAR(W1)

模型(3)

SEM(W1)

模型(4)

SDM(W2)

模型(5)

SAR(W2)

模型(6)

SEM(W2)

lowcb
264.13***

(0.00)
218.96***

(0.00)
267.99***

(0.00)
308.37***

(0.00)
216.91***

(0.00)
256.70***

(0.00)

gdppc
-2

 

366.44***

(0.00)
-2

 

114.15***

(0.00)
-2

 

301.25***

(0.00)
-1

 

975.35***

(0.00)
-2

 

377.48***

(0.00)
-2

 

468.78***

(0.00)

gdppc2
109.70***

(0.00)
109.87***

(0.00)
119.01***

(0.00)
101.07***

(0.00)
122.21***

(0.00)
126.22***

(0.00)

PD
3

 

797.70***

(0.00)
3

 

157.15***

(0.00)
3

 

568.17***

(0.00)
3

 

763.84***

(0.00)
3

 

144.02***

(0.00)
3

 

416.87***

(0.00)

ER
0.01*

(0.09)
0.01**

(0.05)
0.01*

(0.07)
0.01*

(0.05)
0.01*

(0.05)
0.01**

(0.05)

OP
-390.23
(0.49)

219.76
(0.67)

-189.06
(0.73)

-416.54
(0.45)

-37.11
(0.94)

-530.64
(0.32)

SE
1

 

357.44***

(0.00)
1

 

745.21***

(0.00)
1

 

707.20***

(0.00)
1

 

390.22***

(0.00)
1

 

719.39***

(0.00)
1

 

686.87***

(0.00)

SIndu
105.30***

(0.00)
91.88***

(0.00)
95.38***

(0.00)
92.06***

(0.00)
91.19***

(0.00)
89.49***

(0.00)

W×lowcb
-171.10***

(0.00)
-1

 

480.86***

(0.00)

W×gdppc
463.90
(0.27)

-6
 

252.67***

(0.00)

W×gdppc2
5.23
(0.80)

272.72***

(0.00)

W×PD
-1

 

732.02***

(0.00)
-9

 

572.34***

(0.00)

W×ER
0.01
(0.58)

0.10
(0.41)

W×OP
-2

 

520.72***

(0.01)
-10

 

419.53**

(0.02)

W×SE
24.92
(0.95)

5
 

664.56**

(0.02)

W×SIndu
14.44
(0.71)

-1
 

215.56***

(0.00)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R2 0.16 0.13 0.14 0.00 0.16 0.14

  注:
 

*
 

p<0.1,
 

**
 

p<0.05,
 

***
 

p<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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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0个随机样本后,
 

虚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分布如图4、
 

图5所示,
 

就回归系数的大小而言,
 

明显偏离LCCPS真实的效应(虚线垂直线),
 

虚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平均值远小

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值,
 

并且都不显著。
 

回归系数的分布模式表明,
 

虚拟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

接近于0的位置,
 

呈现出近似于正态分布。
 

因此,
 

基准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说明基准模型设置没有

遗漏严重的变量,
 

基准估计结果稳健可靠,
 

受时间序列和试点城市选择偏差的影响较小,
 

能够真实反映

LCCPS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图4 SDID模型的安慰剂检验结果(直接效应) 图5 SDID模型的安慰剂检验结果(间接效应)

3.5 稳健性检验

3.5.1 Bacon分解与两阶段双重差分

本文的SDID模型实际上有两个 DID项,
 

即变量lowcb 及其空间滞后项(W×lowcb);
 

其中,
 

变量

lowcb是一个典型的交错 DID项,
 

但对于所有实验组城市,
 

空间滞后 DID项中的试点启动时间(W×
lowcb)等于LCCPS的最早启动时间(这是由矩阵乘法的性质决定的),

 

W×lowcb不是交错DID项。
 

因此,
 

本文采用Goodman-Bacon[59]提出的方法(以下简称Bacon分解法)对SDID模型中唯一交错DID项(lowcb)

的处理效果进行分解,
 

进一步检验稳健性。
 

Bacon分解的结果报告如表5、
 

表6所示。
表5 第一轮Bacon分解结果

估计值 权重 估计值 权重

Timing_groups 49.36 0.16
 

Within -3
 

453.44 0.05
 

Never_v_timing 497.97 0.79
 

表6 第二轮Bacon分解结果

估计值 权重 估计值 权重

Early_v_Late -244.06 0.02 Late_v_Early -395.79 0.00

Late_v_Early 428.86 0.02 Early_v_Late 1
 

012.84 0.00

Early_v_Late -134.47 0.06 Late_v_Early -557.61 0.00

Late_v_Early 102.38 0.02 Early_v_Late 699.15 0.00

Early_v_Late 431.43 0.02 Late_v_Early -188.35 0.00

Late_v_Early -53.72 0.01 Never_v_timing 483.74 0.85

Early_v_Late 377.8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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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man-Bacon指出,
 

在考虑平行趋势后,
 

可以将估计系数分割成组间的双重差分估计量,
 

进行方差

加权平均处理。
 

Bacon分解将DID模型中的处理效果分解为多个加权的2×2
 

DID估计量,
 

即每一个处理

组在每一个时期的平均处理效应。
 

这种分解模式可以深入每一批次低碳试点地区,
 

分别计算每个处理组在

不同时期与不同控制组相比较而获得的平均处理效应及其权重,
 

可以更加直观地考察由多期DID模型估计

得到的总体政策效应来源。
 

基于此,
 

图6利用Bacon分解将其部分组成以组别的方式呈现。

图6 Bacon分解图

为了提高检验的稳健性,
 

本文进行了两轮Bacon分解。
 

第一轮考虑了所有控制变量和空间滞后项,
 

但

只能进行初步分解。
 

结果表明,
 

LCCPS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主要来自整个实验组和对照组(权

重为0.79)之间的差异。
 

第二轮Bacon分解不包括控制变量和空间滞后项,
 

但可以进行更详细的分解;
 

本

轮分解的结果还表明,
 

不同政策推出时间的试点城市集之间的政策效果占到了一个可忽略的权重(最大不

超过0.06),
 

因此LCCPS的大部分政策效果(权重为0.85)来自整个实验组与对照组城市(未参与试点)之

间的差异。

上述分解结果表明,
 

本文所运用的SDID模型中采用的交错DID项不影响政策效果的估计和识别,
 

从

而证实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3.5.2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呈现为“净效应”,
 

是否受到其他科技创新和环境政策的

影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研究同时期政策时,
 

我们发现可能存在其他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潜在影响。
 

例如,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和碳排放交易政策都可能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以上所示政策的实施

可能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但具体影响需进一步研究评估。
 

因此,
 

将上述政策变量设置并回归到等式

中,
 

结果如表7所示。

通过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
 

上述两项政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然而,
 

值得

注意的是,
 

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
 

即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系数,
 

在其方向和显著性方面都没有发生变化。
 

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3.5.3 经济距离平方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01空间权重矩阵只能展示地理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因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他影响因素。
 

为了构建基于省域的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

(W),
 

令W=ωWm'+(1-ω)Wn',
 

其中,
 

ω 表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m')的权重且取值为0.5;
 

Wn'表

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其元素Wij 为i与j区域2003-2020年人均GDP均值绝对差值的倒数。
 

本

文W3 为地理距离平方矩阵,
 

W4 为经济嵌套矩阵。

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将空间权重矩阵替换为经济距离平方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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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所有变量与前文一致(表8)。
 

模型(13)-(18)回归结果显示,
 

lowcb的系数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
 

模型(13)以及模型(17)W×lowcb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
 

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符,
 

表明空

间回归模型较稳健。
表7 稳健性检验(排除其他政策)

模型(7)

SDM(W1)

模型(8)

SAR(W1)

模型(9)

SEM(W1)

模型(10)

SDM(W2)

模型(11)

SAR(W2)

模型(12)

SEM(W2)

lowcb
83.38***

(0.00)
73.97***

(0.00)
92.37***

(0.00)
99.87***

(0.00)
68.06***

(0.00)
77.46***

(0.00)

CT
1

 

282.19***

(0.00)
400.98***

(0.000)
672.34***

(0.000)
1

 

123.91***

(0.000)
417.84***

(0.00)
643.71***

(0.00)

Innovation
1

 

137.96***

(0.00)
1

 

185.77***

(0.00)
1

 

216.89***

(0.00)
1

 

149.44***

(0.00)
1

 

209.88***

(0.00)
1

 

226.30***

(0.00)

W×lowcb
-105.79**

(0.01)
-1

 

068.80***

(0.00)

W×CT
-1

 

240.60***

(0.00)
-3

 

673.19***

(0.00)

W×Innovation
-162.33**

(0.03)
613.45*

(0.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R2 0.23 0.18 0.20 0.16 0.20 0.20

表8 稳健性检验(替换空间矩阵)

模型(13)

SDM(W3)

模型(14)

SAR(W3)

模型(15)

SEM(W3)

模型(16)

SDM(W4)

模型(17)

SAR(W4)

模型(18)

SEM(W4)

lowcb
327.34***

(0.00)
217.48***

(0.00)
278.12***

(0.00)
283.16***

(0.00)
221.33***

(0.00)
240.06***

(0.00)

W×lowcb
-490.23***

(0.00)
-1

 

231.51***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R2 0.13 0.14 0.14 0.04 0.15 0.15

3.5.4 绿色专利申请量回归

考虑到不同指标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影响,
 

本文进一步用绿色专利申请量数据代替绿色

专利授权量来考察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所有控制变量与前文保持一致,
 

结果如表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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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模型(19)

SDM(W1)

模型(20)

SAR(W1)

模型(21)

SEM(W1)

模型(22)

SDM(W2)

模型(23)

SAR(W2)

模型(24)

SEM(W2)

lowcb
472.45***

(0.00)
404.98***

(0.00)
482.73***

(0.00)
566.10***

(0.00)
402.29***

(0.00)
473.62***

(0.00)

W×lowcb
-285.11***

(0.00)
-2

 

746.25***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R2 0.16 0.13 0.14 0.00 0.15 0.14

  由表9回归结果可知,
 

lowcb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
 

W×lowcb 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
 

低

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本地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却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通过一系列检验,
 

可以得出结论,
 

本文中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定的: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推动本

地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但对邻近城市产生了抑制效应。

4 异质性检验

我国幅员辽阔,
 

城市间在资源禀赋、
 

地理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

差异可能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
 

上述基于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可能没有考虑到城市位

置、
 

规模、
 

资源禀赋的区域性差异。
 

因此,
 

为了更精准地解析城市间的政策效应差异,
 

本文参考Yu等[22]、
 

Jia等[23]的研究,
 

使用空间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
 

本文空间三重差分模型为:

UGTIt
i,1=ρ1∑

n

j=1
WijUGTIt

j,1+α1lowcbi,t+α2lowcbi,t×pi,t+ρ2∑
n

j=1
Wijlowcbj,t+

βXi,t+θ∑
n

j=1
WijXj,t+vt+μi+εi,t (5)

式中:
 

pi,t 为异质性变量,
 

用来识别异质性对城市的影响。
 

具体而言,
 

本文包括:
 

①
 

区分中国东部地区与其

他地区的虚拟变量area,
 

区分中国南方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虚拟变量Area。
 

②
 

城市规模size。
 

③
 

城市资源

禀赋变量resource。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规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其绿色发展的影响,
 

本文参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
 

将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
 

而将城区常住人口不足

100万人的城市定义为小城市。

资源禀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资源型产业不仅具有高碳强度,
 

而且还可能通过阻碍产业结构的优

化而增加CO2 排放[60],
 

阻碍绿色技术创新[61]。
 

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
 

将285个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

表10列出了异质性分析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lowcb×area 的直接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
 

表明低

碳试点地区在中国东部地区具有更显著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效应,
 

验证了假说2。
 

lowcb×Area 的系

数不显著,
 

说明我国南北方差异不明显。
 

同时,
 

lowcb×size的直接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
 

这表明城

市的规模越大,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就更有发展优势。
 

换句话说,
 

大城市中,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更加显著,
 

验证了假说3。
 

lowcb×resource的直接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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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推广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提升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验证了本文的假说4。
 

这可能

是由于资源型城市主要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开采和处理,
 

如矿产和森林,
 

因此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等领域处于初期阶段,
 

而在替代产业的发展方面存在滞后现象。
 

这些城市在吸引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相对较

弱,
 

创新水平相对较低,
 

城市的内在发展动力相对不足。
 

与此同时,
 

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相对较低,
 

导致生

态环境受到较大破坏,
 

因此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面临较大的挑战。
表10 异质性检验结果

模型(25)

SDM(W1)

模型(26
 

)

SDM(W1)

模型(27)

SDM(W1)

模型(28)

SDM(W1)

lowcb
105.78***

(0.00)
286.33***

(0.00)
-369.36***

(0.00)
397.47***

(0.00)

lowcb×area
445.92***

(0.00)

lowcb×Area
-39.0201
(0.51)

lowcb×size
670.52***

(0.00)

lowcb×resource
-407.56***

(0.00)

W×lowcb
-156.34***

(0.00)
-184.92***

(0.01)
-772.63***

(0.01)

-74.35
(0.18)

W×lowcb×area
82.24
(0.33)

W×lowcb×Area
26.31
(0.75)

W×lowcb×size
584.88**

(0.04)

W×lowcb×resource
-297.18***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5
 

130 5
 

130 5
 

130 5
 

130

R2 0.16 0.16 0.16 0.17

  此外,
 

lowcb×area
 

和lowcb×Area 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lowcb×size的间接效应在5%的水平显著为

正,
 

这表明城市规模大的地区对邻近地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lowcb×resource的间接效应在1%水平显著

为负,
 

资源型城市对其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会产生负向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资源型城市的低端生产要素

和污染产业挤入了周边地区。

5 机制分析

机制分析旨在揭示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和逻辑规律,
 

能够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的本质,
 

揭示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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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
 

促进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全面理解。
 

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显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本地绿

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明显积极影响,
 

且通过一系列的检验验证了前文假说1至假说4的正确性。
 

具体而

言,
 

低碳城市试点可能通过一些间接途径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
 

因此,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究低碳城市试

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
 

验证假说5和假说6,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绿

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
 

更加深刻地理解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路径,
 

深

入了解问题的根源,
 

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因此,
 

本研究运用中介效应模

型进行机制分析。
 

中介效应模型能够深入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机理和过程,
 

与传统的自变量影响

因变量方法相比,
 

该方法更为先进,
 

能够获得更全面、
 

更深入的研究结果[62]。
 

本文选用从事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人数衡量城市创新人才,
 

参照刘华珂等[63]的做法衡量城市绿色投资和绿色

财政支持进行机制检验(表11)。
表11 机制分析

模型(29)

UGTI

模型(30)

UGTI

模型(31)

UGTI

科技人才
218.80***

(0.00)

绿色财政支持
5

 

860.71***

(0.00)

绿色投资
6

 

672.69***

(0.00)

lowcb
44.30***

(0.00)
135.61***

(0.00)
131.67***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4
 

779 5
 

058 5
 

058

R2 0.74 0.46 0.46

  由表11中结果可知,
 

在3个模型中lowcb系数在1%水平显著,
 

并且科技人才、
 

绿色财政支持、
 

绿色

投资系数在1%水平均显著,
 

说明三者均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
 

低碳试点地区绿

色技术创新需求较高,
 

能够促进政府加大绿色投资,
 

吸引科技人才,
 

从业人员可以因地制宜地加快地区绿

色技术成果产出。

6 结论与建议

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中,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

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多期SDID模型,
 

从空间溢出效应的角度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
 

此外,
 

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最后,
 

使用空间三重差

分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验证了几个假设,
 

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①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积极推动了本地城市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但对邻近城市却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
 

②
 

与其他地区相比较,
 

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对我国东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了最为明显的影响。
 

③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激发大规

模城市的绿色创新技术水平方面表现出更为强大的促进效果,
 

且城市规模大的地区对邻近地区也会产生积

极的影响。
 

同时,
 

这一政策也更有助于推动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技术发展,
 

但资源型城市会抑制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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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
 

④
 

科技人才、
 

绿色财政支持以及绿色投资等方面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绿色

技术创新的机制。

基于本研究结论,
 

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扩大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果,
 

应有针对性地继续选择一些城市开展新试点,
 

扎实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在高质量经济战略背景下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反映了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未来继续推进(扩大试点区域、
 

加大政策力度)的必要性。
 

因此,
 

中国应持续有力开展“碳达峰

十大行动”,
 

继续推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同时在选择新的试点城市时,
 

应该综合考虑城市的地理位置、
 

产业结构、
 

人口规模、
 

资源禀赋和环境压力等因素,
 

以确保试点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进一步建立

健全绿色技术创新评估体系,
 

及时评估和总结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和经验,
 

为其他城市借鉴提

供参考。
 

同时,
 

政府还应加强对非试点城市绿色创新的扶持,
 

为了减少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
 

中国城市

(尤其是那些没有优先给予政策试点机会的城市)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资源流动和应用机制,
 

比如对研

发人力资源采取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如跨区域兼职就业)、
 

与其他城市建立更紧密的低碳技术信息共

享与合作等,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
 

加快绿色技术的研发和

市场应用,
 

实现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第二,
 

继续坚持因城施策,
 

针对性制定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策略。
 

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

需求,
 

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试点城市,
 

避免“一刀切”的模式,
 

更好地实现政策的定制化和

精准化。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力度最大,
 

东部城市需进一步优化城市金融

服务体系,
 

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
 

鼓励和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
 

加大对绿色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
 

培

育壮大绿色产业集群,
 

推动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同时,
 

东部地区还应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引进国际先进的

绿色技术人才和团队,
 

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其他地区地级市应着重增强

政府对绿色低碳技术的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起到积极引导和支持的作用,
 

通

过制定更加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
 

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设立绿色创新基金等,
 

鼓励企业增加

研发投入,
 

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为促进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区域协同发展,
 

大城市应积极带动中小

城市共同发展,
 

推动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是城市低碳转型的重点和难点,
 

各资源

型城市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资源禀赋,
 

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
 

各具特色的绿色转型升级路径和发展模

式。
 

对于资源丰富的城市,
 

可以重点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绿色技术,
 

如清洁能源开发、
 

循环经济产

业等。
 

对于资源匮乏的城市,
 

则应侧重于节约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
 

同时,
 

建立资源共享机

制,
 

不同城市可以进行资源共享和互补,
 

促进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通过建立资源交易平台,
 

推动跨地区资

源合作,
 

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第三,
 

加强培育绿色发展人才,
 

发挥城市绿色发展的“引才留才”效应,
 

为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实现可持续发展,
 

迫切需要充足的绿色技术专业人才,
 

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首先,
 

完善构建跨学

科的绿色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鼓励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进行交叉学习和研究,
 

培养具备综合素养和

创新能力的人才。
 

开设专业化的绿色创新课程,
 

针对绿色创新领域的特点,
 

高校可以开设相关专业化课

程,
 

如环境保护技术、
 

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
 

清洁能源技术、
 

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课程,
 

为学生提

供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不断提高其在绿色创新领域的竞争力。
 

其次,
 

进一步强化实践与项目驱

动的教学模式,
 

各地区应积极规划举办绿色技术创新比赛、
 

创新论坛等活动,
 

设立奖学金、
 

奖项等激励

机制,
 

鼓励科研人员参与绿色创新项目、
 

发表研究成果、
 

参加创新竞赛等活动,
 

共同营造鼓励创新的环

境,
 

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和实践能力。
 

同时,
 

积极推动政府、
 

高校、
 

科研机构和领军企业等共同开

展产学合作、
 

产教融合的协同培训项目,
 

以促进绿色技术的发展。
 

通过打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氛

围,
 

支持科技人才的创新创业。

第四,
 

加大绿色投资力度,
 

优化绿色财政支出结构。
 

对于试点城市,
 

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绿色投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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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基金,
 

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绿色创新领域。
 

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引导更多资金流向可再生能源、
 

清

洁能源、
 

节能减排技术等领域,
 

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绿色投资,
 

推动绿色信

贷、
 

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创新。
 

另外,
 

政府应加大对绿色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
 

可根据绿色创新的需求和

重点领域,
 

优化绿色财政支出的结构,
 

提高绿色财政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
 

通过财政资金的直接投入、
 

补贴、
 

奖励等方式,
 

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和绿色技术的研发。
 

同时,
 

进一步建立并完善绿色财政支出的评

估机制,
 

对绿色财政支出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
 

通过评估结果,
 

及时调整和优化绿色财政支出的政策方

向和投入力度,
 

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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